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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型社会”: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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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中国新发展阶段实施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是，以内需为主“双循环”相互

促进的扩大消费政策。针对一些学者提出中国新发展阶段要向“消费社会”转型的观点，指出西方消费社会模

式具有两面性，发展到当代体现的是资本垄断逻辑，奉行的是“经济人”假说，遵从的是“物本”文化。中国式现

代化开启的道路为在西方“消费社会”模式之外创新“生活型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模式提供了实践基础和

理论遵循。“生活型社会”将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良性运行从发展理念向实践形态转化提供操作平台，预

示着人类社会发展将从“物”的最大化追求向人的生活幸福美好最大化的文明形态转型，并为人类文明进步和

美好生活的实现激发出新的社会动能。在“生活型社会”政策导向上强调，实施扩大消费政策要明确同西方消

费社会模式划清界限; 重新审视和再建构“蛋糕”理论; 防止无度资本追求把中等收入群体视为狩猎对象; 创新

社会治理方式和奉行包容性发展，从而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新时代发展任务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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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在实现了小康

这个中华民族千年梦想之后，已进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这一更高历史起点上，重申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要求全党要“紧紧

围绕这个主要矛盾推进各项工作，不断丰富和发

展人类文明形态”。新时代的理论工作者要为贯

彻党的战略部署并使之转化为实践动能提供理论

和智力服务。
需要提出的一个学术议题是: 在新发展阶段，

党领导各民族儿女创造美好生活的伟大实践活动

是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演出的历史新场面，中

国式现代化作为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然动态地

呈现为一系列的模式特征，其中“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是总的指导方略，又

是总体发展模式，在这个总的模式下不同领域又

呈现次级的模式特征，如经济增长模式，社会管理

模式，社会生活模式，等等。这些次级模式特征受

总模式的指导和规定，反过来次级模式的运行则

又充实着总模式的内涵并使之落地化。在 40 多

年的改革发展实践中，中国在各领域创造了许多

符合国情实际又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但在形成

怎样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模式上如何走出自己

的路，还是一个需要深入探索的问题。
从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始到新发展阶

段，中国实施的一项重要经济社会政策是，全面促

进消费和实施以内需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经济政策，这是根据中国经济发展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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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内外环境和人民生活需求的新变化提出的正

确政策举措。但自这一政策举措提出以来，学界

时有下面的观点表述。例如提出，参照国际经验

表明中国已进入“消费社会”; “消费社会”是继

“生产社会”之后中国必经的发展阶段，“是一个

国家通往现代化之路中绕不开的途径”; 新发展

阶段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消费社会理论”;

把普遍消费能力的提升混同于“消费社会”和提

出“人首先要成为消费者”的观点; 等等。
这就提出了下面的问题: 中国新发展阶段实

施扩大内需、鼓励消费政策是否要采取西方“消

费社会”模式? 中国是否可以走出路径依赖，创

造新的社会结构和生活发展模式? 澄清这些问题

事关重大理论和发展理念、发展战略的取向问题。
“消费社会”看似是经济成长阶段特征问题，实则

是赋予社会以何种存在形式和生活模式问题，关

系到这种模式是否能给人民带来美好生活这一核

心问题，因而搞清这一问题自然就具有重大的理

论与现实意义了。

一、“扩大内需”不是以“消费社会”为

模板

西方“消费型社会”( 或称“消费社会”“消费

者社会”) 的产生是 20 世纪下半期资本主义市场

经济发展和资本驱动的必然结果，反映了资本主

义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所经历的一次重大社会转

型。早在 1960 年，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出版的

《经济成长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一书中，提出

世界各国必经的经济发展“五阶段说”( 后来又在

1971 年出版的《政治与增长阶段》一书中增加为

六个阶段) ，其中“高额大众消费”就是其中必经

阶段，并以其作为普世的模式向发展中国家推广。
除此之外，从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加尔

布雷斯到 70 年代的美国社会学家贝尔等人都对

消费社会的出现多有论述。
应当说，消费对于社会财富的增长和利润的

增殖，以及在社会关系领域作为一种交流体系所

承载的重要功能，一直贯穿于从早期资本主义开

始的整个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但把消费作为生产

力和资本增殖的核心要素，并以消费来标识新的

社会形态，确实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发生了由

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的社会转变，并由此引

起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和心理结

构的重大转变。比如，直接从事生产的蓝领工人

大大减少，从事知识型服务型的白领人口增加; 社

会结构发生了纺锤型的变化; 社会消费由精英消

费开始向大众消费转变。由于收入水平的提高和

社会公共保障体系的完善，人们的生活品质、个人

选择能力也大大增强，等等。一般地说，消费不但

是实现社会再生产也是通过需要满足实现人的再

生产的重要环节和实现方式，因而消费成为生产、
生活的重要环节，体现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文明

进步方面。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社会，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面临一穷二白的局面，工作重心不得

不放在发展生产奠定国民经济基础上，消费长期

处于短缺状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奇迹地

创造发展到现阶段，在客观上也需要通过扩大消

费需求来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满足人们生活的更高

和日益扩大的需求。西方消费社会体现人类文明

进步方面以及具体举措需要我们借鉴和学习，但

是中国现阶段实施的经济发展政策同“消费社

会”模式在性质上根本不同。
第一，西方消费社会模式具有两面性，发展到

当代体现的是“资本的横暴”和垄断逻辑，“把包

括物品、情感、个人隐私、身体、私密关系等等都变

成供人消费的商品”，使“我们处在‘消费’控制着

整个社会的境地”［1］。通过挑动人们消费的欲望

建立起了“物支配人”的体制，从而使人处于异化

状态。“欲壑难填”的消费文化带来新的痛苦、原
子化个人和身份焦虑。从美国的现实看，消费社

会也根本不能真正解决社会公平、种族平等和消

除贫困问题，反而会制造出精神文化心理上的

“新穷人”，也不能真正解决医疗等社会保障问

题。2020 年全球暴发的新冠疫情就充分暴露了

美国资本至上体制下的社会、种族之间严重的不

平等和人权问题的虚伪性。“大量生产、大量消

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必然造成对生

态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过度消耗。美国占世界不

到 5%的人口消耗世界 30%的资源，依靠透支世

界的资源和负债，维持当前的消费水平。资本推

动下的大众传媒又无孔不入地“钻进人的内部，

在那里倾泻文化商品”，借助现代技术在征服了

原料和物质消费品之后，又来征服人类的幻想和

心灵。因此，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才

说:“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新阶段，这

还不是决定性的克服人类的问题和危机的社会，

而是引起新的问题和危机的社会”［2］译者序13－14。这

些都体现了西方消费社会模式由资本至上逻辑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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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悖论效应和深层结构的不可持续的问题。
中国在新发展阶段实施全面促进消费的政

策，同西方消费社会模式的根本区别在于，不是以

资本和利润最大化本身为目的，而是以服务于人

民生活更加美好和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为目

的，它是一项经济政策，也是一项社会政策，扩大

和鼓励消费是实现社会目标的手段。比如，我党

创造了脱贫攻坚使近 1 亿人口摆脱贫困的历史

壮举，并在新发展阶段实行乡村振兴战略，使脱贫

人口通过提高消费能力进一步过上更好的日子。
中国实施广就业惠民生等一系列政策，包括扩大

中等收入群体，拉动公共消费，提高社会保障水

平，以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等等。
另外，中国的扩大内需消费政策，是纳入科学

发展观和新发展理念之中的举措，消费的提升是

为了实现人的生存与发展需要能力的扩展。从中

共中央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十四五”规划建议

提出的“全面促进消费”，到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人

大十三届四次会议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

“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稳定和扩大消

费”，再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

标纲要”中提出的“全面促进消费”，党中央提出

的这些“全面促进消费”的经济社会政策是统筹

推进“五位一体建设”总体布局，以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的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中的具体环节。习

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反复强调，新发展理念

是一个整体，必须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和贯彻，反

复强调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

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所有这些都规定了“全面

促进消费”的举措是新发展阶段总体战略和指导

思想布局下的一项政策举措，是日益充分地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手段，这同消费

社会遵循的理念和发展模式根本不同。
第二，消 费 社 会 奉 行 的 是“经 济 人”假 说。

“经济人”假说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强

调人只作为经济系统的一个部件而存在，只有当

他的行为符合经济运行功能的要求时才是现实

的，否则就是多余的非现实的。在消费社会发展

阶段则把人视为“消费人”，“我买，故我在”是这

个社会模式所形塑的生活方式。消费社会把消费

夸大为人生目的和成功的标志，通过广告和大数

据等多种营销手段鼓励无节制的“买买买”，引导

的不是真实的生活需求，而是无限膨胀的欲望，从

而去狂热追逐不断花样翻新的消费品，并把拥有

的程度、多寡作为衡量自我实现和自我价值的标

准，其结果是“在西方，经济的发展却蕴含着情感

的、心理的、道德的、人类存在本身令人惊异的不

发展”［2］17。
笔者已多有论述［3］，依据马克思的“生活本

体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中国现代化发展立足

的是“生活人”假说。“生活人”假说就是以人为

本的假说，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做的一切工作，包括

扩大内需消费的政策举措都是遵循满足“现实的

人”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

目标，这同消费社会把人视为获利工具的“消费

人”完全不同，在中国新时代“消费人”只有纳入

“生活人”体系才有意义。
第三，消费社会的文化总体上是“物本”文

化，是基于市场垄断本性的。毫无疑问，在市场经

济条件下，人们的生活需求的供给在很大程度上

是通过市场消费获得的，因此要通过提高收入水

平不断增强人们的商品市场消费能力，从而获得

较高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但是，并不是所有

的生活需要都是通过市场消费来实现的，幸福生

活的支撑也不完全是通过市场消费形式加以体现

的，特别是在人们的生活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之后，

生活意义和价值因素，人与人关系、情感、心理因

素日益成为生活幸福的主要因素，正是基于此，人

们才说“决定幸福的因素常常免费的”。而消费

社会不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市场在这方面也是失

灵的，欲壑难填的消费欲望文化所带来的痛苦，正

是“消费人”的常态，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让人难

以摆脱在精神生活上的“身份焦虑”，结果是幸福

追求变成了幸福问题，这正是消费社会带来的难

以消除的弊端。
所以必须明确，在新发展阶段，当内需消费成

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时，是不能以消费社会

为模板的。中国发展的价值目标同以资本垄断为

取向的社会有本质的区别，如果不明确这一点，让

消费主义泛滥，其危害后果比西方国家还严重。这

一点也被改革开放以来曾经出现的消费主义、物质

主义、GDP 主义思潮泛滥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消极

影响所证明。我们不排除对西方消费社会某些具

体理论和经验的借鉴，但作为整体模式不要指望修

修补补就可以搬到中国来，更不存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消费社会理论”的命题，其出路是继资本主

义对传统封建社会“祛魅”的历史过程之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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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祛魅”，走新路，创造符合中国国情实际和社会

主义原则的新的社会生活发展模式。

二“生活型社会”的模式选择

应时代之运，中国的社会理论研究要以高度

的理论自觉、历史自觉去探索中国新发展阶段的

社会生活发展模式。以人民美好生活为奋斗目标

的新发展阶段是发展范式的重大变革和中国式现

代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发展模式”是特定发展

阶段社会结构关系系统所呈现的相对稳定样式。
在中国新发展阶段，它是从新发展理念到社会生

活实践行动所呈现的一般方式和必须遵循的方法

论原则。那么，我们在否定了“消费社会”作为新

发展阶段社会结构和生活发展模式的选项之后，

构建一种怎样的新型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文明模式

呢? 笔者于 2012 年提出了“生活型社会”的概

念，我们的述论就以此为起点:

我们的社会选择怎样的发展模式、社会模式，核

心问题是什么样的发展模式、社会模式能使中国人

处于良好的生存状态和可以成为承载中国人通往幸

福伊甸园的方舟，从而获得普遍的自由的美好生活。
如上所述，在西方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具有资本主义

社会属性的消费社会模式，并不能成为使中国人处

于良好生存状态的载体。那么我们应寻找一条什么

样的“舟”通向现代化确立的发展目标以圆“中国

梦”呢? 寻找这样一个“舟”，自然要从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目标体系出发，吸收传统文化的有益资

源和当代社会思想的最高成就。依据上面的论述，

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出一个概念: 我们所要建构的、与
“消费型社会”性质不同的社会，可以定名为“生活型

社会”。“生活型社会”就是为生活的逻辑所贯穿，通

过创造日益丰富的物质、精神和生态财富不断满足

人的真实生活需要，从而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为人

的全 面 发 展 提 供 良 好 生 活 场 域 和 生 活 方 式 的

社会［3］。
提出“生活型社会”发展模式，就是在西方

“消费社会”之外提出了人类生存的新的可能性。
对于提出“生活型社会”模式的根据，笔者曾做了

以下“四个立足”论证: 立足于中国“新型现代化”
的性质; 立足于创新阐释的“生活本体论”历史唯

物主义观和社会概念的解释框架; 立足于中国国

情实际; 立足于人类社会从“早发现代化”的“物

化社会”向“以 人 为 本”社 会 观 转 变 的 发 展 趋

势［4］。我们提出的这一概念也是国际社会的期

待。比如，日本学者岩佐茂针对“资本的逻辑所

贯穿”的西方消费社会模式，提出了要建立一种

为“生活的逻辑”所贯穿的社会的设想［5］。还有

的学者从全球化的角度提出人类进入了更加重视

身心价值时代的设想。英国学者葛凯在长达 25
年的时间对中国消费主义思潮进行研究之后也指

出，“中国或许需要寻找或创造一种全新的模式”
“我期待中国人能再给我一个奇迹”［6］。

归结起来，我们可以用表 1 说明我们所构建

的“生活型社会”同“消费社会”的区别。党的二

十大报告提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根本

方针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因此，必须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实际去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
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在实现新的历史任务中实现

多维发展模式的创新。“生活型社会”概念的提

出就是发展模式的一种创新，在新时代将愈加显

示其重要的理论建构功能。

表 1 消费社会与生活型社会模式构建的性质比较

社会类别 遵循的理论假说 社会支配性力量 社会价值标准 人的生存状态指向 与自然关系的构建

消费社会
经济人

( 消费人)

资本垄断

逻辑

物和货币

的尺度
人的异化

生活与生态

对立

生活型社会 生活人

( 以人为本)

生活的

逻辑

人的尺度

( 以人民为中心)

人的个性

发展

生活与生态

和谐

第一，“生活型社会”将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

盾的良性运行从发展理念向发展实践形态转化提

供操作平台。党中央明确表述，我国新时代的社

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

的表述提出了“社会供给”和生活需要两个矛盾

方的关系问题，其中“生活需要”是主要矛盾中决

定事物性质的主要方面，即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切

工作都是为了实现美好生活的目标，这种“生活本

位”关系的模式化就是“生活型社会”。能够对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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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生活需要实施良好供给的社会就是美好社会，

人们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实践又构成美好社会形成

的内生动力。为此，“生活型社会”就成为“美好

社会”和“美好生活”双向建构的中介、桥梁和平

台，在这个平台上使“供给”和“需要”呈现良性互

动生成的相对稳定关系。在新发展阶段，人们美

好生活需要的满足不但取决于社会供给，也体现

为供给的目的和引导着供给。既要通过供给使需

要得到满足，同时为了满足新的需要，新的社会产

品、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和文化又被创造出来，而

这又成为新的生活条件，推动着更新需要的产生。
这样，供给和需要之间的平衡秩序不断被打破，不

断产生新的不平衡。在两者关系中平衡、秩序是

相对的，动态、“无序”是绝对的，这就为社会发展

提供了不尽的美好生活需求的内生动力。“生活

型社会”则成为这种复杂的动态生成过程中的模

式化平台、准则、机制和工具。
第二，“生活型社会”取代至今仍主导着全球

发展思潮的消费社会模式，预示着人类社会将呈

现从“物”的最大化追求向人的生活幸福美好最

大化文明形态转型的发展前景。从全球化的角度

看，如果世界各国的现代化都采取西方消费社会

的模式，那么势必形成以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全

球资源争夺零和型的现代化，而目前在世界上绝

大多数国家还没有达到现代化基本水准的情况

下，对地球资源的使用已超出地球承载力的 25%
以上，这表明以消费和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现代

文明已呈现终结的先兆，即不可持续的消费社会

模式走到了尽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说过这样

的话，如果让十几亿中国人都富裕起来过上好生

活，将是世界的灾难。这一言论理所当然地遭到

全体中国人的反对，14 亿中国人有权利过上幸福

美好的生活。他的这一说辞是以美国对生活的价

值标准和霸权行为说的事，是霸凌主义的表现，

但美国的价值标准并不是我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

价值追求，美国的发展方式也不是中国要遵循的

方式。我国的发展无疑要夯实幸福美好生活的物

质基础，形成普遍的消费能力，但不是以“物”和

欲望的最大化为目的。我国的发展方式也不是要

建立在美国消耗那么多资源和能源的基础上的，

我们奉行的核心理念是在资源有限和绿色发展条

件下如何实现生活质量和生活幸福的最大化，实

现“人本”的发展。从“物”的最大化向人的生活

幸福、人自身发展最大化转型，是人类文明新形态

的体现和对迄今为止人类历史的超越，这正是笔

者提出“生活型社会”概念的意义所在。
第三，“生活型社会”的构建与践行，将为人

类的文明进步和美好生活的实现激发出新的社会

动力资源。源于西方社会学的科学主义、本质主

义、实证主义和主客体“二分”的研究范式，对于

推动社会发展的动能往往只从客体层面、物的层

面去寻找，而忽视了人的生命力和内在的生活潜

能的发挥。对于幸福美好生活的实现和生活质量

的提高，“消费社会”给出的答案是消费、消费、再
消费; 而从“生活型社会”的视野看，人们的生活

幸福不幸福，美好不美好，在优质的社会生活资源

供给条件下，将取决于人自身生命力和生活本身

能量的发挥。幸福和美好生活是无穷尽的智慧、
艺术、能力和方法的集合，是需要通过学习、体验、
感悟及对自我需求的调节、价值和意义的建构获

得的。特别要指出，至今我们对主体人的生活潜

能还知道甚少，我们需要通过提高认识能力把它

不断挖掘出来。“生活型社会”模式的构建及践

行，将为挖掘幸福资源开辟新空间。特别是在人

们的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不再受到谋生困扰

的前提下，主体生活资源的开发和潜能的发挥，将

成为美好生活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这是我们必

须确立的新理念、新发展观。

三、“生活型社会”的政策实施导向

以上我们在批判西方“消费社会”模式的基

础上，依据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提出中国应走“生

活型社会”的发展路子，并对其理论与实践根据做

了论证。“生活型社会”作为一种理论模式的提

出，是来自对时代之问的回应，具有很强的实践导

向性和政策的操作性。就政策实施导向问题提出

以下观点:

( 一) 实施扩大消费政策要明确划清同“消费

社会”模式的界线

西方消费社会理论不仅在中国学术界有一定

影响，在消费政策实施层面往往也会出现某种分不

清同“消费社会”区别的情况，需要从发展理念上加

以厘清。扩大内需政策实施的核心要义是要从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全面的美好生活诉求的目标体

系出发，既发挥经济效益，又要溢出“人本”效益。
第一，经济政策实施的主体是“生活人”，“消

费人”从属于“生活人”，这应是我们要反复强调

的理念。消费作为一种日益重要的经济活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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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运行环节，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手

段，但本身不构成落脚点而且也不是全部手段和

方式。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还将

通过日益壮大的公益事业得到满足。另外，在新

发展阶段，随着人们通过市场的物质和服务消费

能力的增强，水涨船高，作为“生活人”对非市场、
非物质的生活需求也日益增长，如对民主、自由、
法制、公平、正义、安全、环保、和谐的人际关系以

及心理、情感的精神需求，等等。因此，消费的扩

大体现为需求能力的扩大，但不等于作为“生活

人”全部生活能力的扩大和需求的满足，在政策导

向上要搞清“消费能力”和“生活能力”两种能力

的区别，并从总体上加以规划，消费不能侵入到

“非消费”性质的活动领域，不能把一切生活需要

都变成“商品”。
第二，实施扩大消费的经济政策要同社会政

策实现内在统一。在新发展阶段，作为由“生产、
分配、流通、消费”构成的经济运行环节，消费日益

成为发展生产力、提高硬实力的重要驱动因素，特

别是在当前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势力企图遏制中国

发展的背景下，扩大内需消费尤为迫切，但作为经

济发展驱动力的消费政策的实施要同“惠民生”、
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社会政策目标相一致，如提

高人们的工资收入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消除贫

富差距过大、促进社会保障、发展。
扩大公共公益事业，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等。

“十四五”发展规划在提出以国内循环为主的“双

循环”经济发展格局的同时，就采取了一系列配套

的社会政策。比如，着眼于“居民消费仍受制约”
人们“惜消”的情势，在“十四五”规划中针对老年

群体、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口、新业态从业人员等

加大了医疗、养老等一系列社保措施，缩小社保、
医保差距，更好地发挥社保在社会再分配中的功

能，提高低保水平，将成为后续社会经济政策的重

要问题。从实现美好生活奋斗目标体系来看，扩

大消费的经济活动和运行机制只有纳入生活世界

的范畴、真正做到“惠民”才有意义。
第三，特别重要的是，在实施扩大消费政策过

程中要把促进消费、实现经济增长同抑制消费主

义同时并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美国为代

表的西方倡导的消费主义是支撑消费型社会的重

要思潮。如前所述，消费主义在中国一个时期的

泛滥已造成严重危害，相悖于美好生活的目标。
但以盈利为追求的不规范的资本市场行为会通过

广告等种种营销手段鼓吹消费主义、消耗主义和

享乐主义，特别是这种行为往往也会迎合某些政

府部门政绩效应、GDP 主义的心理偏好，其结果

在“好看”的经济增长业绩下带来一系列社会的

和精神领域的困扰难题。因此，必须从国家行为

层面通过一系列的行政的、法律的、教育的和政绩

评价体系等方式加以改变，不能自觉不自觉地把

经济增长放在对消费主义的放纵上。
( 二) 从实现美好生活奋斗目标体系出发，重

新审视与再建构“蛋糕理论”
政治经济学有个著名的“蛋糕”理论，讲的是

经济发展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中国的

经济规模总量已多年稳居世界第二，但由于人口

基数大，人均 GDP 同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所

以为提高全民消费能力，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向

往还要解决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还需扩大

经济规模总量，保持 GDP 相对较高和有质量的增

长，同时要通过有效的经济社会政策分好蛋糕，在

高质量发展中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目前中国还存

在收入差距过大和低收入人口过多的口问题。在

14 亿人口中有消费能力的中等收入群体只占 4
亿多，其规模已超过美国总人口，但同中国人口基

数相比只占人口的 35%，还构不成纺锤型人口结

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培林教授等在

《分阶段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一文中还做了如下

具体分析。在中国实现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有

密切联系，因为中国当前存在着巨大的城乡差距，

这是中国相较于发达国家的一个特殊性［7］。中国

农村已经全部消除了绝对贫困人口，然而中国的

乡村目前仍存在数量庞大的低收入人口、生活脆

弱人口、相对贫困人口。按照世界上现代化国家

通行的标准，中国农村现阶段还有至少 2．2 亿人

属于相对贫困生活脆弱人口，通过发展解决这部

分人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还需付出许多努力，扩

大开来说，还要分好经济总量这块大蛋糕。
从提出“做大蛋糕”到强调还要“分好蛋糕”是

重大理论进步，但从实现美好生活奋斗目标体系的

角度来看，这个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蛋糕”理论其链

条还是不完整的，因为前提有一个经济发展所提供

的“蛋糕”质量问题。因此，我们可以继续提出这样

的问题:“要做成一个什么样的蛋糕? 老百姓分得

到的蛋糕是实惠的善品吗?”我们所以提出这一问

题是因为，不但不规范的市场行为会向人们提供虚

假消费品，而且一些政府部门自身的政绩追求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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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不良的 GDP 效应。这就有“做一个好蛋糕”理

论链条的前提问题。并不是所有 GDP 都是良币

的、是没有水分和老百姓得实惠的。
还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假设“蛋糕做大”了

又“分好”了，但到了不同生活者的手中能否转化

为良好的和有质量的生活呢? 比如，有两个家庭

的收入水平是相同的，但由于生活素质和能力不

同，两个家庭的生活质量将会明显不同。从这个

层面又形成了一个如何使人们“吃好用好”蛋糕

问题，即主体的“美好生活能力”问题。“美好生

活能力”也是新发展阶段必须重视和培育的问题。
归结起来，“美好生活”是一个主体与客体、宏观

与微观、行动与结构等构成的复杂系统，从系统理

论的视角出发审视“蛋糕”理论，应进一步表述

为: 在确保做有质量的“好蛋糕”的前提下，不但

要从社会层面做大蛋糕，分好蛋糕，同时也要在生

活者个体层面培育人们的美好生活能力，“吃好用

好”蛋糕。
( 三) 防止无度资本追求把中等收入群体视

为狩猎对象

党的发展政策十分明确，在中国现代化发展

中要逐步扩大中等收入人群。他们是重要的具有

消费能力的群体，要鼓励他们合理消费，促进经济

发展，同时要把中等收入群体培育成全社会文明消

费和生活方式的引领者。根据国外经验，在消费社

会体系内，中产阶层往往成为资本无度的狩猎对象，

而中产阶层又往往不能抵抗极其繁多、花样翻新商

品施加给他们的影响，成为消费主义、消耗主义的中

产阶层。这一风潮也会对中国不断壮大的中等收入

群体产生影响和示范效应，特别是当商家借助数字

化狂奔的市场销售手段鼓动不理性消费时，由于消

费心理的不成熟性，某些中等收入群体中的消费主

义倾向很可能表现得更加畸形化，最典型的表现就

是“郭美美事件”。中国在人均 GDP 还不高的情况

下，已成为全球最主要的奢侈品消费市场。随着人

们生活品位的提高，奢侈品消费的增长并不完全是

否定价值的，需要解决的是被国外媒体评论为“奢侈

品是中国中产阶级的精神鸦片”的那种情况。所以

在中国新发展阶段，需要在包括中等收入群体在内

的全社会培育正确的生活观和消费观，形成良好的

民风民德，同时也要培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

生活能力和反思能力。
( 四) “生活型社会”带来治理方式的范式革命

改革开放以来具有里程碑的事件是彻底消除

了绝对贫困，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但这一阶段人

们生存状况的提升从主导方面说是经济发展带来

的“物质革命”的成果体现。进入以创造人民美

好生活为目标的新发展阶段，现代化建设的重心

将逐步由“物”的层面深化、转向全面的生活建设

层面，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的阶段性进

展。从近期看，中国仍需解决以物质为基础的大

量民生问题，但从新时代长期发展看，在人们的物

质生活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物”对幸福的效益

将呈逐步递减效应，作为个体生活者的精神素质

因素将逐步上升。因此，在新发展阶段不但要继

续夯实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而且要提高生活者

包括精神生活在内的所有生活层面需要的满足，

即不但要实现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也要实现精

神生活的共同富裕。这就给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

的治理方式带来新的要求。必须反复强调，美好

生活需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实现美好生活

的奋斗目标要比消除贫困、发展经济的任务复杂

得多、艰难得多，包含着许多我们尚不熟悉和未知

的东西，在小康发展阶段解决问题的知识和办法

会不够用了，必须要有变革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学

习、学习、再学习，日新、日新、再日新研究新情况，

解决新问题。
在新发展阶段也将是进入“新风险社会”阶

段，比如持续三年多的新冠疫情给人们的生活带

来巨大影响就是突出的例证，处理突发事件经验

不足产生失误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在新发展阶段

领导力将体现在快速纠错能力上。小康社会发展

阶段人们生活的大幅改善，主要体现在现代化建

设成就给人们的物质生活带来的获得感上，具有

客观增益的特质。而按着生活方式理论，美好生

活的实现体现为主客观互动生成的过程。一个个

具有自由个性的生活主体在社会资源供给条件下

的自我建构，就成为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领导

方式遵循的理念上需要由“决定论”“受动论”变

成生成论、互构论。中国传统文化有丰富的人本

思想资源，在今天我们特别要充分挖掘其跨时代

价值，但传统文化的缺点是把“民”视为受动的群

体，所以对传统“民本”思想既要有所继承发扬，

也要进行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春江水暖

鸭先知”，人民群体是生活实践主体，是新生活的

创造者和最先感知者，因此必须牢记毛泽东的教

导: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也

多次强调青年干部要拜人民群众为师，甘当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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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多交基层朋友，去了解真实情况，力避官僚主

义、形式主义。在人民群众的生活诉求面前，政

府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和错位，尊重人民群众

的首创 精 神 和 发 挥 社 会 组 织 参 与 社 会 治 理 的

作用。
( 五) “生活型社会”的实施要奉行包容性发

展方针

我们强调“生活型社会”是体现人类文明新

形态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模式，是对消费

社会的替代方案，但不等于排除对西方消费社会发

展阶段有益经验的吸纳和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

果的借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三形态说”就

讲到“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未来的共产

主义社会离不开在资本主义取得的成果基础上发

展。改革开放过程中曾在“西化”思潮影响下滋生

了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自卑主义，今天我们必

须重回正确轨道，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结合起来，在中西古今文化的交汇互融中为“生

活型社会”的构建提供先进文化根基。同时中国实

现惠及 14 亿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奋斗目标，又要

同“人类生命共同体”［8］的理念结合起来，实现包容

性发展，共创人类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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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oriented Society”: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WANG Ya-lin1，2

( 1．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Harbin 150001，China;
2． Social Development Institute，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Harbin 150001，China)

Abstract: An important economic policy implemented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of our country with
the them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the policy of expanding consumption，which focuses on domestic de-
mand and promotes each other through“double circulation”． In the light of some scholars＇ viewpoints that our
country should transform to a“consumption society”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western consumption social model has two sides． Its development reflects the logic of capital monopoly，
pursues the hypothesis of“economic man”，and follows the“material－oriented”culture． The road opened by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provides the practice and theory basis for innovating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life
pattern of“life－oriented society”beyond the western“consumption society”pattern．“Life－oriented society”
will provide an operational platform for the benign operation of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concept of development to the practical form of transformation． It indicat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hu-
man society will transform from the maximization of“things”to the maximization of the happiness of human
life，and inspire new social momentum for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the realization of a better life．
In the policy direction of“life－oriented society”，it is emphasized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of ex-
panding consumption should draw a clear line with the western consumption social model; it should re－exam-
ine and re－construct the“cake”theory; it should prevent the pursuit of excessive capital from treating middle
－income groups as hunting objects; it should innovate in social governance and pursue inclusive development，
thus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new era development task proposed by the Party＇s
“20th National Congress”．

Key words: “life－oriented society”; new pattern of human civilization; good life; “consumption－orien-
te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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